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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不同的觀點來檢視人格特質和反生產力工作行為的關係，以及組織正義和組織公民行為的潛在調節效果。抑有進者，本研究認為反生產力工作行為係由人格特質所影響，例如：性格特質和自我尊榮，而性格特徵和反生產力工作行為的關係是由一些調節變項所影響（例如：組織正義和組織公民行為）。本文研究人格特質與反生產力工作行為之間的關聯，並觀察組織正義與公民行為對此關聯的影響。本研究以台灣中華電信公司員工為樣本，進行匿名式問卷調查 (N = 1102)。研究發現：反生產力行為可由不同的人格特質所預測，包含：禮貌性、認真負責任、經驗開闊度、以及自尊。多元迴歸分析則指出人格特質與反生產力工作行為之間的關係，會受到二個因素所調節，即：互動型正義和組織公民行為。若將這些關係套入結構方程式計算，研究者發現互動型正義具有最強的調節效果，然後為組織公民行為。本研究結果對組織行為的管理有重要的價值，本文一方面建議人力資源部門強化組織內的公平與正義，以減少反生產力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本文也建議組織領導者獎勵組織公民行為，以減緩人格特質對反生產力行為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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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hunghwa Telecom employees in Taiwan, the paper aimed to scrutinis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ur (CWB). How organis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 (OCB) affecting such association was also investigated. Data were collected by a large-scale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N = 1102). Findings revealed that CWB was predicted by series of personality traits, including: conscientiousness, agreeablenes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self-esteem.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discovered that the CWB-traits association was moderated by: interactional justice, and OCB. Specifically, SEM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indicated that interactional justice had the strongest moderating effect, followed by OCB. Based on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advices to the organisational management and personnel practitioners are offered: i). the occurrence of CWB will be redu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of organisational justice enhancement; ii). the prevalence of OCB atmosphere at work will also help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C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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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反生產力工作行為包含了所有會對組織和組織成員會造成傷害的員工行為(Dalal, 2005; Robinson & Bennett, 1995)。例如：偷竊、罷工怠工、藥物濫用或是溜班遲到，亦或是相互攻訐，而這般的行為對組織和組織成員就有負面的影響，這些CWB不僅具有滲透性，也可能會對組織和員工造成很大的傷害。再者，這樣的工作行為就會衍生許多成本。以美國為例，單就員工偷竊來看，就美國公司造成每年七十億的直接成本損失，也被認為是公司營運不佳的主因之一(Greenberg, 1990)。除了直接成本損失之外，這些行為也會產生間接成本損失，例如：生產力減少、影響公司聲譽，以及造成顧客流失。這些研究成果認為假使員工具有某種特定的人格特質，其就有較高的傾向會行使CWB。所以本文則認為，若要將這些發現實際應用在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之中，有二個要點值得進一步地思考。
首先，從長期來看，人格特質可能是相對穩定，並且因為是內生而不容易受外力操控的。如同Pervin 與 John (2004)就認為：由於人格特質傾向穩定不變，以致管理者不容易加以干預或是形成矯正了CWB的人格特質 (本文認為此論點可能有不盡之處，將另闢章節討論)。再者，由於現今勞工人權意識高漲、主管機關也推行就業公平政策，在這種情境之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便不能在招募遴選時，恣意將具有某些特定人格特質的申請者予以排除。據此，從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的角度來看，本文並非企圖發展出CWB人格預測量表，藉以偵測具有潛在CWB的員工，以避免雇用這些人員。反之，本文旨在檢視人格特質和CWB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其關聯性是否會被其它變項所影響。如果此關聯性確實會受到其它變項所影響，那麼研究發現將有助於人力部門主管與人員，用來觀察與掌控員工CWB的發生過程，並將CWB對組織所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以促進員工福祉與組織整體績效。
貳、反生產力工作行為之本質
霍桑實驗（Hawthorne studies）被認為是組織行為的濫觴，其研究照明和生產力的關係，發現了霍桑效應。這個研究認為改善一些任務性和社會性因素，將有助於增進生產力。其實在這實驗中還發現了反生產力工作行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CWB），亦或是有些人稱為偏差行為、反社會行為，例如：行情破壞者、告密者，而這樣的行為確實影響了工作氛圍和生產力。
反生產力工作行為包含了所有會對組織和組織成員會造成傷害的員工行為(Dalal, 2005; Robinson & Bennett, 1995)。例如：偷竊、罷工怠工、藥物濫用或是溜班遲到，亦或是相互攻訐，而這般的行為對組織和組織成員就有負面的影響，這些CWB不僅具有滲透性，也可能會對組織和員工造成很大的傷害。再者，這樣的工作行為就會衍生許多成本。以美國為例，單就員工偷竊來看，就美國公司造成每年七十億的直接成本損失，也被認為是公司營運不佳的主因之一(Greenberg, 1990)。除了直接成本損失之外，這些行為也會產生間接成本損失，例如：生產力減少、影響公司聲譽，以及造成顧客流失。甚至員工之間相互攻訐都會造成員工肢體和心理上的創傷(Robbins, Ford, & Tetrick, 2012)。近來研究指出，58%的女性在職場上曾經歷不同程度的業務干預或騷擾，其中有24%的女性員工則經歷過性騷擾，影響自己的工作(Ilies, Hauserman, S., & Stibal, 2003)。大約有25%的公司開除濫用網路的員工(Berry, Ones, & Sackett, 2007)。亦有研究指出：剥奪員工的睡眠將減低自我控制的能力，而產生更高的偏差行為(Christian & Ellis, 2011)。
因此，CWB指涉員工違背和傷害組織目標的行為，其包括造成這些故意或無意的行為之潛在原因和動機。在學理上，其形式大都指涉工作績效低、曠職、工作流動，竊盜和工作意外。然而，也有一些較為少見但可能發生的有害形式，如：盜竊、暴力、藥物不當使用，以及性騷擾(Dalal, Lam, Weiss, Welch, & Hulin, 2009)。所以，CWB可以視為是員工個人與組織環境互動的結果。員工的工作流動率則試圖了解員工決定離開組織的原因，以及其表現低落、缺乏額外的報酬獎勵，或是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都是員工和組織互動的結果。
雖然，近來針對CWB的研究文獻已成長不少，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誠如Griffin和Lopez (2005)在檢視CWB文獻後認為，組織中反功能行為的概念，仍然相當生澀，吾人有必要發展出一些形式和概念的基礎認知。然而，必須注意二項測量的問題：首先是有些CWB的形式不一定發生在一些個人或組織上。另外則是有些研究把一些特定工作的重要CWB排除在研究之中，例如：科學研究假造研究數據或是政府官員收賄都是特定工作的特定CWB (Bowling & Gruys, 2010)。再者，人格特質對CWB的影響是大於情境的限制，因為個人是自由地依天生的人格特質來表現出工作行為，除非外在環境過度限制，所以個人會因為不同的人格特質而有不同程度的CWB (P. Spector, 2011)。
有鑑於此，本文採用Gruys和Sackett (2003)的觀點，將CWB細分為「個人層次」和「組織層次」兩個面向，以克服過去研究可能的障礙，將CWB透過不同層次的分析方法，以提供研究者更豐富的資訊，可將CWB的形成因素做更深入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目係在分析CWB與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並釐清其與組織正義和公民行為的關聯性。因此，在以下的章節裡，吾人將論述CWB與其相關的變項的文獻探討，詳情敘述如下：
一、CWB 和人格特質
在現代心理學中，人格的「五大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簡稱為 FFM) 通常被習慣用來描述人格特質的五種領域或面向。其最初的模式在1961年由Ernest Tupes and Raymond Cristal所研究精進，但直到1980年代仍未達其功。在1990年代時，J.M. Digman深究其的五大因素模式，才由Goldberg延伸到組織的最高層次(Goldberg, 1990)。這五種涵蓋範圍廣泛的面向，已被證實為最有用的人格特質指標，以及其背後所假定的人格特徵。在人格心理學中，這五大因素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概念架構，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和理論集大成。五大人格特質模式也被稱為FFM(Costa & McCrae, 1992)， 並作為人格的總體因素（Russell & Karol, 1994）。
再者， FFM是相當受到業界青睞的。McCrae 與Costa (1992)將人格特質細分為五個子面向(dimension)，包含「neuroticism/emotional stability神經質」、「extraversion外向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經驗開闊度」、「agreeableness禮貌性」、和「conscientiousness認真負責任」)。McCrae 與Costa認為，每個面向都是獨立的連續項度 (continuum)，每個人有不同的落點 (代表在此面向上的高低比重)。五個面向之間可以產生無限的排列組合，因而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質。這些面向說明如下(張守中、鄭國泰、孫本初、李宜玲, 2008)：
「神經質」描述個人情緒敏感、焦慮、緊張、憂鬱的程度。情緒不穩定性的人容易焦慮、缺乏運籌帷幄特質、不善判斷和貿然行事的個性、容易覺得沒有安全感。
「外向性」描述個人喜歡與人互動、交往、活潑開放、嘗試冒險的程度。外向性的人喜歡交際、有主見、善言、主動、活潑。Mount 與 Barrick (1995) 認為，此面向可細分為企圖心 (Ambition) 和社交性 (Sociability) 兩個成份。
「經驗開闊度」係指個體對於新穎經驗和做事的新方法之接受程度。擁有此特質的人具有想像力、好奇心、豐富想法、智能高、富審美觀的、求新求變及善思考的。
「禮貌性」描述個人如何與其他人相處與人際協調性。親和性的人較有禮貌、溫順、使人信任、和藹、合作、慈悲心腸軟、寬恕的。
「認真負責任」描述個人負責、堅忍不屈、謹慎的程度。擁有此特質的人是細心周密的、有責任感、有條理、有計劃的。勤勉審慎性同時包含了可靠性 (dependability) 和成就動機 (volition/will to achieve) 的兩種特質 (Mount & Barrick, 1995)。
人格特質正負向和智商高低之相乘效果是用來考量主管人才的重要依據（杜書伍，2012）。自1990年起，檢視人格特質和工作行為相關性的研究逐漸增多，FFM不斷地運用在不同的職場文化裡，亦使用不同的測量工具在不同的文化情境(Digman, 1990; Goldberg, 1990)。在人格特質和CWB的關係中，認真負責任、神經質和禮貌性具有最強的預測性(Ones, Viswesvaran, & Schmidt, 2003)。而「認真負責任」則被認為是最具有一致預測性(P.R. Sackett & DeVocre, 2001)。另外，在眾多人格特質裡，亦有學者發現「認真負責任」在西方職場之中，被認定最能預測工作績效(McCrae, 2005; J. F. Salgado, 1997)。除此，FFM亦可被用來預測CWB。在歐洲與美洲的文化情境之中，「認真負責任」被認為是預測CWB最有效的變項(Dalal, 2005; J.F. Salgado, 2002)。
Salgado(2002)利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來分析FFM和CWB的關係，其發現「認真負責任」是預測CWB最佳的指標。另一方面，在 Berry、Ones和Sackett(2007)三人所完成的後設分析裡，他們認為：CWB與「禮貌性」之間、「認真負責任」與「神經質」之間，皆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但若以層次面來看，個人層次的CWB與「親和性」之間、組織層次的CWB與「認真負責任」之間，皆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而在東方的研究裡，Chang和Smithikrai (2010)發現「禮貌性」、「認真負責任」可預測CWB。Chang和Smithikrai也發現CWB與自我尊榮感程度具有負相關性，這也說明了自我尊榮感低的個人，其行使CWB行為的機率較高；相對地，自我尊榮感高的個人，其行使CWB的機率則較低。另一個類似的研究則認為：自我尊榮感低的人，在面對別人的評論批評時，通常會比較負面地回應 (例如：挑我毛病找麻煩、被別人評比)。而在Lin (2005)的研究中則發現，面對這些外來的評論批評，自尊低的人會容易感到沮喪，也會對工作感到不滿意，沒有成就感。也因為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個人就較傾向表現出CWB。綜合以上所述，本文可以合理地推論：人格特質對CWB的發生有顯著的影響力。
二、CWB和組織正義
組織正義 (organizational justice) 指涉個人對組織公平的認知，對工作上的管理、薪水、待遇、福利等等之具公平性的評量與認知。Cohen-Charash 與 Spector (2001)指出，組織正義的研究，起源於Adams的公平理論 (Equity Theory)　(Adams, 1965)，其強調組織正義必須立基在公平分配的架構上，才能讓組織中所有人獲取平等的利益。雖然組織正義已被證實會對組織行為產生影響，但在組織的個人如何來回應公平或不公平對待的反應仍然被認為有許多變數，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現有有關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發展的研究大多圍繞在遴選、訓練發展、激勵和工作動機、領導和績效評估，企圖進一步強化人力資源發展的效用。然而，鮮少重視在組織中有關黑暗面的組織行為。一般來看，組織正義可以運用三種形式來分析，分別為：分配型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型正義（procedural Justice）和互動型正義（interactional justice）。
分配正義係指對於感知決策結果的公平性，以及權衡投入與獎賞之間比例(Homans, 1961)，結果是否符合期待(Blau, 1964)，以及是否結果和投入比例是否符合與其他人之比較(Adams, 1965)。分配正義若無法維持，將讓實質對組織有貢獻的組織成員無法得到應得的酬賞。
程序正義係指對決策過程之感知的公平性，權衡過程是否正確、一致、無偏失(Leventhal, 1980)，以及開放員工的參與投入(Thibaut & Walker, 1975)。所以，當組織在決定任何管理政策時，應依據公平公正原則，強化參與和開放的機制，以避免成員間的相互猜忌。
互動正義係指對制定或執行過程所感知之公平性(Bies & Moag, 1986)，通常可以分為二種：人際間正義（Interpersonal justice），指涉當局溝通的誠意和尊重；資訊的正義（informational justice）關注對決策使用誠實和妥適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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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quitt, 2001; Greenberg, 1993)
。所以，決策者在制定管理政策是否有考量員工意見，是否有體恤成員的立場。
由於組織內部發生效率低的工作表現往往難以進行成因之診斷、預防或解決。也是因為如此，大多數行為測量系統大都只評估員工行為的績效，而非其行為本身。然而，員工反生產力工作行為之發生，是否單從測量系統就可以找出實質問題，這是否已犯了歸因謬誤？員工的表現是與員工特質本身相關，而非單從外在環境因素形成。
所以在管理學研究裡，有學者曾經以組織公平性、員工正義感受的觀點，進一步討論CWB行成的原因(張守中、鄭國泰、孫本初、李宜玲, 2008)。這些實證研究發現，員工會用負面的情緒來回應不公平的對待，諸如：憤怒、違法犯紀、憎恨主管或組織、和報復語言與行為 (Skarlicki & Folger, 1997)。當個體感覺到組織對自己不公的時候，個體不平衡的心理會引發一系列的回應性行為，進而對組織動能產生負面的影響。這些行為包含：偷竊、惡意破壞、怠工、減低公民行為、退卻，以及不願配合政策 (不願意改變)(Greenberg, 1990)。其它的研究則發現，員工不公平的感受與組織報復行為之間的關係，可由員工的人格特質 (負面情感、禮貌性) 所調節 (Skarlicki, Folger, & Tesluk, 1999)。所以管理者應善用組織正義相關政策，以及促成OCB工作氛圍來減緩人格特質對CWB的影響(Chang & Smithikrai, 2010)。
上一節的文獻回顧裡，學者說明了人格特質對CWB的發生有顯著的影響力。而這一節的文獻回顧裡，學者也發現當組織發生不公平時，員工會感到不平衡、會覺得想報復或是進行破壞傷害組織之行為。因此本文推論在組織正義低的情況下，具有特定人格特質的員工，其行使CWB的傾向會更高。 
三、CWB和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以下簡稱OCB）係指員工從事自己所屬工作之外，也能表現出有助於組織利益的行為。OCB呈現的形式很多，例如：協助同事的業務工作、花自己時間幫助新進人員、維護組織的聲望、主動從事有利於組織及群體發展的活動或是自願性減薪等。針對誘發OCB的原因，學者有者不同的觀點。Organ(1990)認為OCB是一種能提高組織績效的行為，其認為OCB有五個構成因素：利他主義(altruism)、禮貌(courtesy)、運動家的精神(sportsmanship)、認真負責任(conscientiousness)、公民道德(civic virtue)，這些部分或全部因素都會間接影響OCB的產生。
Cohen-Charash和Spector(2001)認為：組織正義對OCB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因為個人的行為是經由對環境周遭的感知，進而透過個人情緒上或肢體上行為表現出回應，其中以程序正義影響組織公民行為最重。而Organ與Konovsky(1989)則認為OCB會透過社會交換來達到顯著效果。以員工對組織而言，假如員工對於組織整個運作過程是感到公平公正，就很可能讓員工對組織產生認同感，而員工一旦對組織產生認同感，就會在工作行為上有好的表現。而當員工認為對其工作滿意度高時就會對組織產生認同感，或是與員工間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時，OCB也會因應而生。
然而，Venkataramani和Dalal (2007)則發現在非工作情境中，人際間互助（interpersonal helping）和互害（interpersonal harming）是具有正相關性，再者並非所有變項都有二種具有正相關，例如：Miles、Boman、Spector和Foxet(2002)發現：組織限制和工作量是與OCB和CWB具有正相關(P. E. Spector & Fox, 2010)。雖然大多數長時間的研究發現如果個人表現出OCB和CWB其中一種行為時，就不可能表現出另一種行為。然而，亦有一些研究發現認為，這種說法只是偶發性行為，因為他們發現OCB和CWB之間關係的變化是在個人身上
 ADDIN EN.CITE 
(Dalal, et al., 2009; Judge, LePine, & Rich, 2006)
。舉例來說，Dalal、Lam、Weiss、Welch和Hulin (2009)的研究發現：OCB和CWB二種行為有時具相關性，而且有時在短期內同時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同樣地，Duffy, Ganster, and Pagon (2002)則認為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和社會傷害（social undermining）並不必然相斥，而事實上一個人可能被同一個人支持也傷害。他們認為如果一個人被另一個人傷害後（特別是主管），又得到同一個人的支持時，將陷入深層的痛苦之中，也會產生高度的CWB。這樣CWB程度是比一個人單只受到傷害來得高很多。
深究OCB-CWB之間的關係，當代研究已發現 OCB 和CWB 是負相關的，但專家認為OCB與CWB兩者之間並不是單存的線性關係
 ADDIN EN.CITE 
(Berry, et al., 2007; Dalal, 2005; P. R. Sackett, Berry, Wiemann, & Laczo, 2006; 張守中、鄭國泰、孫本初、李宜玲, 2008)
。本文則對這個觀念和關係作進一步的分析。第一，如先前研究所發現，當組織裡有愈多 OCB時，組織整體績效會愈好。第二，OCB並非是常數，而且會隨其它環境因素而改變，比如說：員工個人的慾望、同事對組織的看法、或是自願加班的工作文化。第三，OCB 可視為是組織整體表現的調節變項，因為OCB 會創造較好的工作氛圍（例如:同事間相互幫忙、相互支援），會讓員工更肯定自己的工作，激勵員工對組織作更多的貢獻；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工作氣氛之下 (即OCB盛行時)，本文認為CWB發生的機率，應該會大幅降低。
四、本文之研究架構
在文獻回顧裡，學者認為CWB的成因複雜，並非可由單一因素或是面向，作縱貫性的推論。雖然本文試者從不同的觀點來檢視人格特質和CWB之間的關係，但由於沒有實際的研究數據，CWB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就難以驗證。有鑑於此，為了進一步釐清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有必要擬定一個新研究。在此新研究裡，本文提出四個假設：
H1: 分配型正義可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
H2: 程序型正義可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
H3: 互動型正義可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
H4: 組織公民行為可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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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和樣本
為增進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以中華電信公司的員工為樣本。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地區、職位與年齡層。問卷經單位主管核定後，採自願式方式分發，問卷裡附上研究概要與匿名保證說明單。依北、中、南、東四個區域發放問卷，待問卷填答結束後，填寫者使用附上的回郵信封，直接寄回給研究單位。總回收問卷為1251份，去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總數為1102份，回收率為69%。在所有研究樣本裡 (N =1102)，女性受訪者為多數 (女性 = 50.6%)，已婚者為多數（81.7%），年齡45-55歲為多數 (40%) 、平均年資為多在20以上 (42.3%)、民營化前為員工者超過五成（54.4%）。學歷比例為: 大學專科 (52.9%)、高中高職 (13.2%)、與研究所以上 (33.9%)。樣本職位階比例為: 基層 (46.3%)、中階 (14.3%)、高層 (1.5%)、與其他 (37.9%)。
二、測量工具
組織公民行為的測量： 本研究使用 Lee 與 Allen (2002)的OCB 量表。答案以 Likert 5 點方式紀錄 (1 = 從不, 5 =常常) ，以便測量個人行使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量表一共有16題，例題包含: 您是否常常協助工作量太大的同事、您是否常常自願做一些不屬於您的額外工作、您是否常常引導新進人員。在本次測量裡，此OCB量表的信度 alpha 係數為 .806。
反生產力工作行為的測量： 本研究使用 CWB 量表 (Gruys & Sackett, 2003)。答案以 Likert 5 點方式紀錄 (1 = 從不, 5 =常常) ，以便測量個人行使反生產力工作的情形。量表一共有22題，例題包含: 在沒有被同意的情形下，我會帶拿工作場所裡的東西、我會與外人討論公司的機密資訊、我會把錯誤怪到別人身上。在本次測量裡，此CWB量表的信度 alpha 係數為 .948。 

人格特質的測量： 本研究使用 NEO-Form S 五因量表 (Costa & McCrae, 1992)。答案以 Likert 5 點方式紀錄 (1 =非常不同意, 5 =非常同意) ，以測量人格特質。量表一共有60題，平均分布在五大面向裡。在經由前測之後，經過項目分析，優先去除具有高遺漏值項目，並以同質性檢驗標準中的相關係數或因素負荷量為標準，把低於標準之項目予以刪除，本量表共有32題用來進行正式施測。在本次測量裡，人格特質量表的信度 alpha 係數為 .892，此量表各構面的信度 alpha 係數分別為：神經質 .71、外向性 .72、經驗開闊度 .76、神貌性 .81、以及認真負責任 .82。
自尊量表： 本研究使用自尊量表(Rosenberg, 1965)。答案以 Likert 5 點方式紀錄 (1 = 非常不同意, 5 =非常同意) ，以測量個人自尊。量表一共有10題，例題包含: 整體來說我對我自己感到很滿意、我覺得自己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在本次測量裡，此量表的信度 alpha 係數為 .76。
組織正義：本研究使用Colquitt, J.A. (2001)所提出之量表。答案以 Likert 5 點方式紀錄 (1 = 非常不同意, 5 =非常同意) ，以測量三種不同類型的組織正義（分配、程序和互動型正義）。量表共有15題，例題包含：您在制定規定的過程當中是否能表達自我的看法和意見、您認為對於自己該獲得的部分，對分配結果是否反應了您所投入之心力、您認為同事們是否對您有禮貌的對待。在本次測量裡，此量表的信度 alpha 係數分別為：分配型正義.878、程序型正義.819、與互動型正義.757。
三、量表中文化
由於本研究所取得之原始問卷皆為英文版，將不利於資料的蒐集。因此，本研究將問卷題目進行翻譯，並且採用「英中-中英對譯」（back-translation）及「前測」（pretest）兩步驟。易言之，所有題目皆採用「英中-中英對譯」步驟來避免失去題目原意，英文翻譯成中文與將中文翻譯成英文將由不同研究者擔任，來增進問題的客觀性。所有量表經研究小組成員將英文問卷翻譯為中文後，交互討論、修正多次，盡量使翻譯後的中文涵意容易瞭解，又不失其英文原意。其後，由10位碩士生進行問卷進行前測，以瞭解問卷是否清楚易懂。最後，聘請一名不知原量表內容的研究者將題目翻譯回英文，由研究主持人進行兩種版本之間的比較，確保英文版原意並未受到影響，並依此將中文版題目修訂到最適宜的狀態。
肆、研究成果
首先，多元相關分析 (Multi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檢視了所有變項的關連性 (請參考表一)，結果發現有多個相關係數達到統計顯著值，包含︰OCB與五個人格特質 (神經質r = -.39**, 外向性 r =-.14**,  經驗開闊度 r =-.16**, 禮貌性 r =- .43**, 以及認真負責任 r = -.39**)，CWB與五個人格特質 (神經質r = -.20**, 外向性 r =-.31**,  經驗開闊度 r =-.24**, 禮貌性 r =- .48**, 以及認真負責任 r = -.46**)，OCB與CWB之間也有負相關 (r = -.39**)。這些顯著相關性初步肯定了本文先前的看法，證實這些變項之間的確有關聯。
表一：相關分析表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α
	1
	2
	3
	4
	5
	6
	7
	8
	9
	10

	1. 組織公民行為
	3.16
	.52
	.81
	
	
	
	
	
	
	
	
	
	

	2. 反生產力行為
	1.74
	.56
	.95
	-.39**
	
	
	
	
	
	
	
	
	

	3. 神經質
	3.12
	.41
	.71
	-.20**
	-.20**
	
	
	
	
	
	
	
	

	4. 外向性
	3.25
	.59
	.72
	-.14**
	-.31**
	.37**
	
	
	
	
	
	
	

	5. 經驗開闊度
	3.19
	.50
	.76
	-.16**
	-.24**
	.45**
	.68**
	
	
	
	
	
	

	6. 禮貌性
	3.47
	.53
	.81
	-.43**
	-.48**
	.46**
	.64**
	.57**
	
	
	
	
	

	7. 認真負責任
	3.49
	.53
	.82
	-.39**
	-.46**
	.51**
	.59**
	.55**
	.76**
	
	
	
	

	8. 自尊
	2.91
	.49
	.76
	.25**
	.27**
	-.09**
	-.18**
	-.15**
	-.28**
	-.22**
	
	
	

	9. 分配型正義
	3.36
	.77
	.88
	.28**
	-.018
	-.05
	.07**
	.01
	-.01
	.01
	.03
	
	

	10. 程序型正義
	3.33
	.61
	.82
	.32**
	-.054
	-.04
	.16**
	.12**
	.05
	.04
	-.01
	.
	

	11. 互動型正義
	3.73
	.58
	.76
	.14**
	-.23**
	-.02
	.20**
	.19**
	.23**
	.18**
	-.09**
	.41**
	.44**


**. p < .01
其次，本研究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法 (輸入法為Stepwise) 來檢視CWB 和所有變項之間的關係。在計算公式裡，人格特質視為自變項(預測變項) ，CWB則為依變項。如表二所示，這些自變項的預測強度中等 (R = .525)；禮貌性、自尊、認真負責任、與經驗開闊度共同解釋了CWB 之27.3%的變異量 (ΔR2)。
表二： 迴歸分析表
	(變項)
	B
	Std. Error
	Beta (β)

	(Constant)
	2.958
	.159
	

	禮貌性
	-.336
	.044
	-.322

	自尊
	.160
	.030
	.141

	認真負責任
	-.234
	.043
	-.224

	經驗開闊度
	.095
	.036
	.086


Total R = .525; R2 = .275; ΔR2 = .273 (*. p < .05; **. p < .01; ***. p < .001.) 

如表二所示，迴歸分析的結果證實了四種人格特質可以顯著地預測 CWB (禮貌性 β = -.336, p < .001; 自尊 β = .160, p < .001; 認真負責任 β = -.234, p < .001; 經驗開闊度 β = .095, p < .001)。這些發現說明了若員工在某一個特質上特別明顯 (例如: 沒有禮貌或不夠認真負責任)，其行使CWB的傾向就比較偏高。易言之，如果人格特質在這四個構面上不明顯，其行使CWB的傾向就相對較低。
根據這樣的分析程序，本文先檢驗CWB 與其相對應的獨立變項。迴歸分析顯示CWB 可以由以下的變項所預測，包含：OCB (β =.475, p < .001)、互動型正義(β =-.248, p < .01)與程序型正義(β =-.078, p < .01)，但分配型正義無法顯著預測 CWB (β = -.015, p = .48)則無法顯著預測 CWB (β =.005, p =.825)。有鑑於此，在以下的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SEM）分析裡，分配型正義就不列入考量了。 
一、結構方程式檢驗
上述的統計分析，依序說明了人格特質和CWB之間的關係，分別可由程序型正義、互動型正義和OCB所調節。也就是說，當程序型正義、互動型正義和OCB 偏低或是不存在時，四種人格特質和CWB有較強且負向的關聯。為了進一步分析這些關係，本文使用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SEM）的AMOS來加以檢視。
研究者先將所有變項都放入SEM的模型中，並進行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然後再將結果與前述統計分析予以交叉比對，並進行模式之修正。在原始模型（如圖一）中徑路分析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值（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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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原始模型圖
表三：原始模型之效果值
	影響路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值

	禮貌性（圖：親）→互動
	.197
	.000
	.197

	禮貌性→分配
	-.059
	.000
	-.059

	禮貌性→程序
	-.048
	.000
	-.048

	禮貌性→OCB
	-.390
	.000
	-.390

	禮貌性→CWB
	.000
	-.218
	-.218

	經驗（圖：經）→互動
	.098
	.000
	.098

	經驗→分配
	-.038
	.000
	-.038

	經驗→程序
	.076
	.000
	.076

	經驗→OCB
	.055
	.000
	.055

	經驗→CWB
	.000
	-.007
	-.007

	自尊→互動
	-.016
	.000
	-.016

	自尊→分配
	.027
	.000
	.027

	自尊→程序
	.010
	.000
	.010

	自尊→OCB
	.139
	.000
	.139

	自尊→CWB
	.000
	.065
	.065

	認真→互動
	.003
	.000
	.003

	認真→分配
	.003
	.000
	.003

	認真→程序
	-.021
	.000
	-.021

	認真→OCB
	-.213
	.000
	-.213

	認真→CWB
	.000
	-.093
	-.093

	外向性（圖：外）→互動
	.060
	.000
	.060


	外向性→分配
	.158
	.000
	.158

	外向性→程序
	.190
	.000
	.190

	外向性→OCB
	.231
	.000
	.231

	外向性→CWB
	.000
	.073
	.073

	神經質（圖：情緒）→互動
	-.137
	.000
	-.137

	神經質→分配
	-.062
	.000
	-.062

	神經質→程序
	-.110
	.000
	-.110

	神經質→OCB
	-.009
	.000
	-.009

	神經質→CWB
	.000
	.039
	.039

	互動→CWB
	-.250
	.000
	-.250

	分配→CWB
	.007
	.000
	.007

	程序→CWB
	-.084
	.000
	-.084

	OCB→CWB
	.443
	.000
	.443


根據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四種人格特質可顯著地預測CWB（禮貌性、自尊、認真負責任、經驗開闊度），而CWB可由三種獨立變項所預測（OCB、互動型正義、程序型正義）。然而根據多元迴歸分析所得之表一可知，雖然人格特質與OCB、CWB和互動正義呈現顯著相關，也發現相關係數達到統計顯著值，然而，分配型正義與CWB（-.018）、神經質（-.05）、經驗開闊度（.01）、禮貌性（-.01）、認真負責任（.01）、自尊（.03）未達顯著相關，另外，程序型正義與CWB（-.054）、神經質（-.04）、禮貌性（.05）、認真負責任（.04）、自尊（-.01）未達顯著相關，所以在SEM模型中將外向性、神經質、分配型正義和程序型正義予以刪除，然後重跑SEM。
根據AMOS中的估計值（Estimates）、標準差（S.E.）、檢定統計量（C.R.）與p值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認真負責任→互動型正義（.288），以及自尊→互動型正義（.442）的統計檢驗相伴概率p值未達顯著水準，本研究根據p值對路徑係數和負荷係數的統計顯著性進行判定，並將二條路徑在模型予以刪除修正（請參考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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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修正模型圖
由於AMOS分析裡已經證明了互動型正義和OCB是CWB的調節變項，因此在SEM裡頭 (請參考圖二)，研究者可以將這些變項視為是人格特質中的禮貌性、認真負責任、自尊和經驗開闊度與CWB關係的潛在變項 (長方形)。 

在選擇模型適合度指數上 (model-fit-index)，本研究沒有採取卡方檢定值 (χ2) 或自由度值(df)，因為這些指標容易受到樣本規模和資料分配所影響 (Bentler, 1986)。本研究修正模型之整體模型配適度，除了X2/df（5.904）較不理想之外，其餘配適指標，皆具有良好或合理的配適程度，這說明本研究的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本文採取其它更為精確的適合指數，其包括了：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Jöreskog & Sörbom, 1988)、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Bentler, 1990)，以及Root-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Brown & Cudeck, 1993)。分析結果請參考表四和表五。
表四：整體模型配適度分析
	指標
	配適度
	理想指標
	配適程度

	絕對配適度指標
	
	
	

	X2/df
	5.904
	<3
	合理

	RMSEA
	0.091
	<0.1
	良好

	增值配適度指標
	
	
	

	NFI
	0.829
	0至1之間接近1
	合理

	RFI
	0.748
	0至1之間接近
	合理

	IFI
	0.844
	0至1之間接近
	合理

	CFI
	0.844
	0至1之間接近
	合理

	簡效配適度指標
	
	
	

	PGFI
	0.871
	>0.5；接近1越好
	合理


表五：修正模型之效果值
	影響路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值

	禮貌性→互動
	.185
	.000
	.185

	禮貌性→OCB
	-.338
	.000
	-.338

	禮貌性→CWB
	.000
	-.191
	-.191

	經驗開闊度→互動
	.089
	.000
	.089

	經驗開闊度→OCB
	.162
	.000
	.162

	經驗開闊度→CWB
	.000
	.041
	.041

	自尊→互動
	.000
	.000
	.000

	自尊→OCB
	.143
	.000
	.143

	自尊→CWB
	.000
	.059
	.059

	認真負責任→互動
	.000
	.000
	.000

	認真負責任→OCB
	-.191
	.000
	-.191

	認真負責任→CWB
	.000
	-.079
	-.079

	互動→CWB
	-.281
	.000
	-.281

	OCB→CWB
	.411
	.000
	.411


如圖二所示，根據AMOS修正模型後之分析結果表示，互動型正義的調節作用值 (= .32, p < 0.001)，組織公民行為（OCB）之調節作用值 (= .21, p < 0.001)。這些數據的意涵，詮釋如下：
第一，互動型正義的調節效果可作用在二種人格特質上，包含：禮貌性 ( = .20, p < .001)、以及經驗開闊度 ( =.10 , p < .001)。這些變數共同受到互動型正義所調節 ( = 0.32, p < .001)。由於此種調節作用對CWB有負向影響 (β = -.28, p < .001)，說明了互動型正義可幫助減緩人格特質對CWB的影響。 

第二，OCB的調節效果可作用在四個人格特質上，包含：禮貌性 ( = -.33, p < .001)、認真負責任 ( = -.18, p < .001)、自尊 ( = .15, p < .001)，以及經驗開闊度 ( =.17 , p < .001)。這些變數共同受到 OCB所調節 (β = 0.34, p < .001) 。由於此種調節作用對CWB有正向影響(β = .45, p < .001) ，說明了組織公民行為可幫助增進人格特質對CWB的影響。
最後，以調節作用值來看，互動型正義影響程度最高(= .32, p < 0.001)，次之為OCB (= .21, p < 0.001)。這些發現提供了幾個寶貴的訊息：(一) 互動型正義的確可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二) 組織公民行為的確可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然而，本研究並沒有發現分配型正義和程序型正義可以調節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也就說，除了假設一（H1）和假設二 (H2) 之外，其它二個假設都成立。
伍、研究分析
近來員工的反生產力工作行為在公私部門之中，已逐漸變成嚴重的組織管理問題。也是因為如此，吾人如果企圖去預測員工行為和績效表現是相當困難，但這又是任何組織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本研究的目標之一，便是希望透過此次研究，進一步分析如何減緩CWB對組織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目前已有相當研究成果，其普遍認為CWB對組織影響甚鉅，對CWB作更深入的臨床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然而卻沒有人針對公私部門在這議題之差異性為何？或是公營事業變成私人營利事業是否存有差異？都未深入探求。舉例來說，西方和東方的學者都發現，員工在工作場域的不良行為與其人格特質可能有關聯，這些個人特質包含：認真負責任、禮貌性、內外控傾向，以及自尊 (c.f., Dalal, 2005; Mount, Ilies, & Johnson, 2006)；這些研究說明了在職場裡，員工的人格特質和CWB之間的相對相關性 (例如: 正相關或是負相關、強相關或是弱相關)，這些前人的研究發現亦提供了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本文認為CWB研究的下一步，應該是朝應用的方向邁進 (即檢視人格特質和CWB之間的相關性，是否會受到其它變數所影響，以及在特殊的組織是否有其差異)，這樣的研究發現才有助於人力資源發展策略釐定，採用合適的人力政策以減緩人格特質對CWB 的影響，進一步釐清公私部門間的差異，來減緩CWB的發生，以確保組織績效和發展。
也正因為如此，本研究試圖利用AMOS結構方程式來創造一個整合性的模型，可以檢視人格特質、調節變項和CWB之間的關係。這個模型有助於人力資源管理者快速地瞭解CWB，重點詳列如下：
首先，本研究說明了CWB可由四種人格特質所預測。易言之，具有特定人格特質的員工會有較高的傾向行使CWB；在比較各種變項的強度之後，本文發現禮貌性對CWB有最強的預測力，之後依序為認真負責任、自尊、以及經驗開闊度。這些新發現不但能確立人格特質對CWB的影響，同時也可以將這些人格特質的預測力強度予以排列、了解其影響的程度，進而依時間急迫度來採行合適之措施。
第二，本研究說明了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聯可以由互動型正義和組織公民行為所調節。然而，分配型正義和程序型正義在本文中卻不是個有效的調節變項。此發現有以下意涵：(一) 、互動型正義對員工來說是重要的，也說明了結果員工間互動來往，對於員工評量其工作場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OCB 對於員工來說亦是重要的；(三)、當組織缺乏公平正義時 (或缺乏OCB時)，具有某些特定人格特質的員工，便有較高的傾向來行使CWB；(四)、在本研究裡的受訪者，可能認為分配型和程序型正義不如其它變項那般重要。我們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因為，中華電信公司係由公營事業民營化成私人上市公司，所以過去其在分配上和程序上都如公務部門一樣強調，所以員工在這兩種正義上的感知，就不如其它兩種來得重要。當然，這只是本文之假定，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驗證。
最後，結構方程式說明了二個調節變項的強度。最強的是互動型正義、再來是組織公民行為。這些發現有助於CWB的人力資源管理和發展。易言之， CWB對組織的影響性可經由強化組織正義來減緩，特別是互動型正義。另外，如能在工作場所營造OCB 氣氛，鼓勵員工行使 OCB，亦有助於減緩人格特質對CWB的影響。
一、管理實務上的意涵
藉由檢視人格特質、組織正義和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已延伸了現有的CWB研究 (Dalal, 2005; Salgado, 2002)，增進東方樣本之堆積 (以台灣樣本為例) 的人格特質與CWB之間的關係，這些發現不但詮釋了人格特質和CWB之間的關係，並有助於全球性CWB理論的建構。在人力資源發展方面，本研究也提供了具體可行的建議，詳情說明如下：
為了有效解決不良工作行為的社會問題，人力資源部門在招募遴選時，雖然可以使用人格特質量表來進行檢測，但很難依此來排除特定人格特質的應徵者，再者，人格特質是否能明顯預測，在學理和實務上還是有爭議的。也是因為如此，本研究目的之一係在解決上述問題並找到合適方法。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認為組織應可藉由強化互動型正義和OCB 來減緩CWB對組織的影響，其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任何組織的人力資源部門和管理階層都有必要瞭解員工工作行為，有哪些因素影響著員工的工作行為、以及有哪些因素可能會造成CWB，而人力資源部門有必要勠力減緩這類工作行為和產生因素，因為這些影響因素沒有儘早去除，或是加以控制的話，將造成任何調節 CWB的政策措施，難以達到其預期目標。組織可採取一些干預措施，例如：人際能力訓練、360度評估法、或是公開鼓助良善的工作行為，以及對不良行為予以懲罰。
再者，在操作面上，由於互動型正義的調節效用較大，領導階層可以強調組織內的互動模式，強化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間的互動關係來強化組織正義。透過循序漸進的操作方式，著重在組織經營上的人際關係，以及強化領導階層與員工之間的管理與溝通模式。另外，預防勝於事後補救，人力資源部門應設置組織正義查核機制，才能增進人力資源管理應有的即時功效；也應該設立權責單位，派人到現場監測這些政策的執行情況，並且提供即時必要的專業諮詢，以確保員工受到公平的管理與待遇。如此，就可以有效地降低CWB 對組織的影響性，並防止CWB的發生。
最後，從組織文化的角度來看，研究證實組織公民行為確實具有調節效果，所以組織應該瞭解OCB的核心價值。以鼓勵和誘因方式來獎賞員工的OCB行為。研究也發現領導者是否能公平是可以加以訓練，或是藉由組織措施來增進公平，其對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離職傾向和CWB都有顯著的影響（Skarlicki, & Latham, 2005）。誠如Boommer (2003)等人研究發現：OCB在本質上是具有感染力的，當組織裡行使 OCB的員工越多，相信其職場氣氛會越好，這對員工與組織來說，應該都是有正面幫助的。
二、研究限制 

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有其缺點和限制，本文亦無法例外。以下說明本文一些研究限制：首先，問卷的受訪者或許會在回答時，給了社會期許的滿意答案，即使吾人已確保其匿名，再者因為使用單一來源的資料，使用自述的問卷，將造成過度說明變項間的關係。也是因為如此，本文認為匿名且自述的研究方法仍然相當程度可以有助於本研究取得變項間的關聯性。
次之，本文認為人格為恆常的變項(see discussions in: Pervin & John(2004)。因此，本文的研究發現必須小心地詮釋，當學者專家還未一致同意人格的穩定性時，所以本文假定人格特質是具有穩定性，但如果人格不是恆常的變項，那麼人格與CWB之間的關係就有必要再進一步研究。所以，未來研究可以分析人格特質的穩定性，並測量其對CWB的關係和影響。
第三，由於個案已被民營化，以員工自述和身份確認來說明民營化前後員工對各個變項之看法，所得用來辨別公私部門差異的資料也有侷限；如果能採用時間序列分析，以減緩這些限制，將有助於研究成果之精確性。例如：可以每隔一個月就請員工就其感知來回答記綠，如此將能得到更精確的原始資料。
第四，系絡變數也可能影響人格、調節變項和CWB之間的關係，也有待未來的進一步研究。但未來加入CWB的不同層次（個人和組織）來分析（see Bennett & Robinson, 2000）或是加入其它變項，例如：組織文化、氛圍或心理資本、社會交換理論觀點、利他主義，以及溝通模式等。
第五，結構方程式模型只是提供概略的架構，不論在理論上和實務上都有待研究者未來再進一步的分析和建構。本次研究由於樣本過大超過1000份，也造成卡方值上的問題；未來可以把地理區位加入（如：北中南東），可以分層來加以分析，也能進一步說明，不同地區員工之不同態度。
最後，任何公私組織的人力資源部門和管理階層都有必要瞭解員工工作行為，探求哪些因素影響著員工的工作行為、以及有哪些因素可能會造成CWB，而人力資源部門有必要勠力減緩這類工作行為和產生因素，然而本研究未將分析層次再劃分為：組織層次、個人層次，未來研究應釐清不同層次的影響程度。本文研究認為公私組織都可以藉由人力資源發展（人力發展和組織發展），來減緩CWB的產生，例如：增進組織正義和組織公民行為。雖然短期可能對組織產生成本，但長期來看將有助於組織和人力的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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